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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联合国第七十届大会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

“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

的要求”［1］。2016年4月，中国发布的《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积极承诺：“贫

困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首要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把消除贫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

极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解决贫困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我国正在采取诸多有效措

施以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其中教育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扶贫工作取得重

大进展的重要原因。通过教育实现贫困者的脱贫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发展，是教育投入与回报尤其是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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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投入、就业回报期望和就业回报之间的关系。

在家庭教育投入方面，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重经济投入、轻情感投入，大部分贫困大学生家庭认为

教育支出给其家庭带来经济负担。在就业回报方面，包括薪资、就业地选择和就业单位选择，从在校大学

生的期望就业回报和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回报看，二者之间落差较大；从教育投入和就业回报的关系看，

教育投入对在校大学生的期望就业回报影响显著，但对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回报的影响尚不明确。同时，

增加教育投入并不能带来家庭教育回报的增加。建议采取激励家长增加对子女的情感投入、加大对建档立

卡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加强就业指导、针对大学生特点开展精准扶贫等措施提高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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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教育反贫困研究等的核心领域。对于我国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来说，教育投入主要是依靠家庭 

的教育投入，政府和学校的资助投入，以及个人勤工助学和社会兼职的投入。研究表明，随着户主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在相应维度下的贫困发生率均呈现明显下降，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减贫绩效越明

显［3］。在政策层面，我国不断加大教育扶贫的政策力度和工作措施。2013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下

发的《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指出，要加大高等学校招生倾斜力度，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

生专项计划。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

针对贫困地区大学生实施帮扶政策，实施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依靠教育摆脱贫困的观点深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一直以来，教育作为合法合理有效的社会

流动方式，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同。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诸多的回报和

效益，教育投入对提高就业回报（货币回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近年来有关“寒门难出贵

子”“鲤鱼难跃龙门”的讨论越来越多，对于贫困家庭子女能否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向上的社会流

动等论断，出现了越来越多否定性的观点。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女教育

投入与教育回报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当前，影响农村贫困者教育投资决策的，已经不

再是“读不读得起书”“上不上得起学”的问题，而是“读书有什么用”的问题，这本质上是投资决策

从“成本导向”向“回报导向”的嬗变［4］。本研究立足于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和就业回报

的关系研究，剖析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教育投入状况及影响因素、就业回报及其异质性，以及教育投入

和就业回报之间的关系等，为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教育投入政策措施、就业发展措施及其全方位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自共青团中央委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18年9月至10月对冀、陕、晋、

豫、湘、桂、蜀、贵、青、黑10个省份的20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大学生就业

发展研究”课题。调研涉及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共5386人，其中在校大学生3993人，占74.14%；高

校毕业生1393人，占25.86%。数据显示，在校大学男生占比46.08%，比在校大学女生低7.84个百分

点；高校毕业男生占44.36%，比高校毕业女生低11.28个百分点。从民族构成看，在校大学生和高校

毕业生均以汉族为主，分别占76.01%和75.02%；少数民族分别占23.99%和24.98%。从生源地看，

在校大学生西部省份和非西部省份生源①占比分别为55.25%和44.75%；高校毕业生的相应数据分别

为49.53%和50.47%。从政治面貌看，在校大学生中的党员占比为5.51%，高校毕业生中的党员占比

为11.13%。从调查对象的学历层次看，在校大学生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73.63%，高职高专学生

占比26.37%；高校毕业生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56.86%，高职高专学生占比为43.14%。从就读

的学校类型看，在校大学生中来自非“双一流”本科（含民办本科）高校学生占比最高（63.59%），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东部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和东北地区的划分标准，本研究所指的“西部省份”包括

四川、贵州、广西、陕西、青海共5个省份，非西部省份包括河北、山西、河南、湖南、黑龙江共5个省份（由于本

研究东部省份只有河北一个省份，且样本占比较低，故与中部省份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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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含民办高职高专）学校学生次之（25.19%），来自“双一流”本科高校的学生占比最低

（11.22%）；高校毕业生曾经就读的学校类型结构与在校大学生的相似，非“双一流”本科高校、高

职高专学校、“双一流”本科高校的占比分别为48.38%、41.42%和10.19%。从专业类别看，在校大

学生和高校毕业生数据中均以非人文社科类专业①为主，分别占72.23%和70.71%；人文社科类专业的

占比分别为27.77%和29.29%。

二、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情况

教育投入是投入到教育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通常来说，教育投入可以区分为学校投入和

非学校投入［5］。学校投入包括人力投入（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办事人员，等等）和物力投入（教育

和教学用具装备，房屋和其他辅助性的物质设备，等等）。非学校投入包括同伴影响，父母的社会经济

水平（由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等衡量），以及经常提到的种族、性别、家庭的大小，

还包括一些一般性环境特征，如城市化程度、贫困程度、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等等。本研究将重点

放在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家庭对其教育的投入方面，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高等教育

投资策略。

（一）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在青少年期的父母陪伴状况

父母陪伴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教育陪伴是家庭教育投入的基础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

城乡人口处在高速流动之中，日益增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或者与家庭和子女异地分隔，或者举家蜗居在城市之中，导致处在青少年期的子女或者成为留守儿童、

或者成为流动儿童，带来了一系列的留守儿童问题或流动儿童问题。处在青少年期的子女的流动与留

守，涉及到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情感投入和关心程度，对子女的生理、心理和学业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家庭生活的缺失尤其是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导致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陪伴方面的不足，贫困家

庭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在青少年期父母陪伴缺失的比例较高

在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中，青少年期有过留守经历的比例较高，在校大学生中的比例为27.87%；

高校毕业生为22.25%。分性别看，不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在校大学生，女生有留守经历的比例都高于

男生，其中在校大学生中在留守比例上的性别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外出

务工更愿意将儿子带在身边，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家庭在养育子女上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二是儿

子在城市养育过程中遭遇的风险相对要小一点。从生源地看，西部省份生源的在校大学生中有留守经

历的比例为31.19%，高于非西部生源的23.78%；西部省份生源的高校毕业生中有留守经历的比例为

23.98%，高于非西部省份生源的20.68%。从统计显著性看，不论是在校大学生还是高校毕业生，西

部省份生源和非西部省份生源贫困大学生在拥有留守经历比例上的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通过对高

①“人文社科类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共6个专业大类，“非人文社科

类专业”则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军事学”共7个专业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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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后可以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可

能与我国人口流动，特别是乡城人口流动趋势的变动有关。

2. 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在青少年期有流动经历的比例较低

从整体看，在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中，在青少年期有过流动经历的占比不高，在校大学生的比例为

4.26%，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为3.16%。分性别看，男生有流动经历的比例高于女生，且这种差异具有统

计显著性。在校大学男生有流动经历的比例高出女生2.08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男生有流动经历的比例高

出女生1.60个百分点。分生源地看，西部省份生源在校大学生中4.13%的有流动经历，非西部省份生源

在校大学生中的相应比例为4.42%；西部省份生源高校毕业生中3.63%的有流动经历，非西部省份生源

高校毕业生中的相应比例为2.71%。无论是在校大学生还是高校毕业生，在有过流动经历方面的性别差

异显著，但在生源地上差异不显著。

（二）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在大学就读期间的教育投入状况

1. 教育支出呈上升趋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需承受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活成本在不断上升，高等教育所需的教育投入也在不断增加。通过

分析在校大学生上一学年支出情况和高校毕业生最后一年支出情况，可以发现，不管是从整体看还是区

分性别看，在校大学生的总支出和来自家庭的支出都高于高校毕业生，其中，在校大学生上一学年的总

支出比高校毕业生在大学最后一学年的支出高990元，女生和男生分别高1157元和793元。这种支出的

增加，会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同时表明高等教育成本在不断上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为

了完成子女的高等教育，需要承受高等教育成本增加而带来的经济压力。

分性别看，在校女大学生的平均支出要高于男大学生（高346元），大学女毕业生在大学最后一学

年的平均支出比大学男毕业生以略低的水平保持基本持平（仅低18元）。但是，在校女大学生和大学女

毕业生来自家庭的资金支持均低于男生，分别相差103元和411元。从来自家庭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看，在校男大学生和大学男毕业生教育支出的额度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都比女生高出0.02个百分点，且

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综合这两方面的数据，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

教育投入上仍维持一定的男性偏好，二是女生依靠自身能力赚取的收入要高于男生，女生在依靠自身能

力去缓解高等教育的压力和对家庭贫困带来的压力的主动意识和危机意识相对更加明显。

2. 家庭内同时有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导致家庭对个体的平均教育投入相对较低

家庭的收入是一定的，如果家庭内同时有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势必会分散家庭对个体的教育投入；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若有多人同时接受高等教育，那样就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调查数据显示，

23.32%的在校大学生家庭中同时还有其他家人在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25.84%的高校毕业生在大学

最后一学年时家庭内同时还有其他家人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从教育支出的绝对值来看，上一学年/最

后一学年家庭内没有其他家人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学生总支出，比上一学年/最后一学年家庭内有其

他家人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学生的支出分别高出570元和443元，在来自家庭的支出方面则分别高出 

830元和535元。从来自家庭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看，家庭内还有其他家人同时接受大专及以上高等

教育的来自家庭的支出比例，低于家庭内没有其他家人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来自家庭的支出比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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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校大学生中的差距还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内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家

人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教育投入在个体上的平均投入数量，家庭内同时有多人接受大专及以上

教育一般使家庭教育投入在个体身上的分配数量降低。该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家庭内同时有多人接受

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获得的家庭教育投入相对低一点，但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家庭

投入的不足。

3. 家庭经济条件与家庭教育投入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家庭教育投入以家庭经济收入为基础。建档立卡家庭处在贫困状态，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数据

显示，有81.87%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其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在高校毕业生中的相应比例是

76.45%。从来自家庭的支出看，那些自认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在校大学生的教育支出，

比家庭经济条件在平均水平及以上的学生低955元；但自认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毕业

生的教育支出却比家庭经济条件在平均水平及以上的学生高142元。从来自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例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低于平均水平的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分别

为0.65%和0.68%，低于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家庭教育支出占比的

0.74%和0.71%，且显著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就表明家庭经济条件与家庭

教育投入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济条件越差，家庭教育投入水平越低。

尽管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的大学生获得的家庭教育投入相对较低，但是他们在高等教

育投入总量方面并没有降低，相反都超过了那些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大学生的高

等教育投入，数据显示，自评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大学生的平均总支出，却都高于自评家

庭经济条件在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平均总支出，其中在校大学生的高426元，高校毕业生的

高452元。这就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越差的大学生越需要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去赚钱以满足自己的高等教育

基本投入。当然，这个结果与人们的日常经验似有明显不同。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大

学生在依靠自身力量赚钱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由此可能增大了经济支出。

这可能是解释这种异常现象的一个原因。

（三）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从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对大学期间的费用支出对家庭经济带来的压力的统计情况看，不论是

对在校大学生，还是对高校毕业生而言，读大学的费用支出对家庭经济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75.91%

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大学期间的费用支出给家庭造成了较大或非常大的压力，这一数据在高校毕业生中

是75.02%。分生源地看，在校大学生中，西部省份生源和非西部省份生源表示较大或非常大的比例差

异不明显，分别为75.61%和76.27%；在高校毕业生中这一数据分别为75.29%和74.90%，同样差

异不大。从家庭内部是否有其他家人同时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看，与家中只有一人在读大学的在校大学

生和高校毕业生相比，家中同时有两人及以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表示，读大学

费用给家庭带来较大和很大压力的比例较高：在校大学生中的比例为81.20%，高校毕业生中的比例为

73.33%，分别高出家中只有一人在读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6.90和2.27个百分点。分家庭经

济状况看，读大学期间的费用给家庭经济状况处在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的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家庭造



19

青年
探索2020 年第3期·总第227期

专题研究

成了压力。分别有81.55%的自评家庭经济水平处在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的在校大学生和83.10%的自评

家庭经济水平处在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的高校毕业生，表示读大学期间的费用给家庭经济造成了较大或非

常大的压力；在家庭经济水平处在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的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中的相应比例分别只

有50.42%和48.78%，差异非常明显。

对比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关于大学期间费用支出对家庭经济带来的压力情况，从整体看，在校

大学生感受到的压力比高校毕业生高0.89个百分点；西部省份的在校大学生感受到的压力比高校毕业

生高0.32个百分点，比非西部省份的高1.37个百分点；家庭内只有自己一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

生感受到的压力比高校毕业生低1.3个百分点，家庭内同时还有其他家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比

高校毕业生高7.87个百分点；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在校大学生感受到的压力比高校毕

业生低1.55个百分点，在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的在校大学生比高校毕业生高1.6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

看出，不管是从整体看，还是区分不同生源地、家庭内其他家人同时接受大学教育情况、家庭经济情况

看，在校大学生中认为大学教育费用支出给家庭经济带来较大和非常大压力的比例，大部分情况下都高

于高校毕业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至少从大学生个人感受的角度，大学教育费用支出给家庭经济带

来的压力有上升的趋势。

三、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回报

教育的回报通常包括消费和投资两部分。所谓消费，指的是教育的即时消费品属性，主要是学生在

学校所享受到的教育服务。投资则是指教育所可能带来的个体未来潜在收益的增加，例如，接受的教育

水平越高，未来也许可能拿到更高的薪资。我们将对大学生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工资、就业地域和就业去

向等就业回报进行分析，以增进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就业回报的了解。

（一）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工资回报

工资回报是就业回报的基础内容。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高校毕业生的月薪和在校大学生期望起薪

情况看，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分性别、生源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家庭内是否有其他家人上大学

情况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在校大学生，在期望薪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类别下的高校毕业生的实际

月薪情况各异，在生源地、学校类型、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性别、专业

类别等方面的差异不明显。

从数据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具体结论：第一，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校大

学生期望起薪的平均值为4763元/月，而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只有3523元/月。区分不同性别、生源

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和家庭经济状况来看，这种差距依然存在。考虑到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工作年限

都已经在1年以上，在校大学生的期望起薪和实际起薪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更大。第二，不同性别、生源

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在校大学生在期望起薪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期望起薪高

于女生；非西部省份生源地的大学生期望薪资高于西部省份生源；“双一流”高校学生的期望起薪高于

非“双一流”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学生；非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期望起薪显著高于人文社科类

专业在校大学生；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当地平均水平以上的在校大学生的期望起薪高于家庭经济水平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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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的在校大学生。第三，不同性别和专业类别的高校毕业生月薪差异不大，不同学校

类型、生源地和家庭经济水平的高校毕业生工资有显著差异。“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平均工资5082元/

月，分别高出非“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和高职高专毕业生1406元和2083元。非西部省份生源的高校毕

业生平均工资4016元，高出西部省份生源996元。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处于平均水平及以上的高校毕业

生平均工资4184元/月，比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高校毕业生高出888元。

（二）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回报

大学毕业实现就业后把一些工资收入给家庭，是对家庭教育的回报，也是家庭反贫困的一种积极策

略。根据数据统计，发现在校大学生总体上有高达89.53%的学生计划毕业后会将自己收入的一半及以

上给家里。分性别、生源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和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看，在校大学生表示未来计

划将自己收入一半及以上给家里的比例都在90%左右。不同性别、生源地和学校类型的在校大学生在这

一比例上没有显著差异。但非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在校大学生表示

计划将自己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显著高于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平均水

平及以上的在校大学生的相应比例。

从高校毕业生的情况看，不管是总体上，还是区分不同性别、生源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和家庭

在当地的经济水平看，实际上把自己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都没有超过45%，意味着只有不到一

半的高校毕业生较好地对家庭实现了就业回报。比较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情况，可以发现二

者之间的差距较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虽然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有将更多收

入交给家里的愿望，但现实的经济压力却阻碍了他们这一愿望的实现；第二，可能是在校大学生对毕业

后的收入和生活压力情况缺乏理性预期，低估了毕业之后的生活压力；第三，可能是由于贫困生资助政

策和家庭期望的影响，导致在校大学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面临道德压力，因而导致表示愿意将一半及以

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偏高。具体来看，不同性别、生源地、专业和家庭经济水平的高校毕业生将自己一

半及以上收入交给家里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男生高于女生，西部省份生源高于非西部省份生源，人文

社科类专业高于非人文社科类专业，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高于家庭经济水

平在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的高校毕业生。

（三）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地域选择

就业地域与就业回报、职业发展、社会声望等直接相关。从在校大学生期望毕业后在“北上广深”

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情况，以及高校毕业生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实际就业情况可以看出，在校大学

生对就业地域选择的期望情况，与高校毕业生实际就业地落实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具体情况是，有

55.17%的在校大学生期望毕业后能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但从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域的落实

情况看，只有42.72%的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

对在校大学生而言，男生期望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为56.14%，略高于女生1.8个

百分点，但这种差距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不同生源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家庭经济状况的在校大学

生，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期望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从生源地看，非西部省

份生源期望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为65.70%，高于西部省份19.05个百分点。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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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类型看，从“双一流”高校、非“双一流”本科高校到高职高专，在校大学生期望去往“北上广深”

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依次降低，分别为62.05%、55.73%和50.70%。从专业类别来看，非人文社科

类专业在校大学生期望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为56.66%，高于人文社科类专业在校

大学生5.35个百分点。从家庭经济状况看，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在校大学生期望去往北上

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高于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平均及以上水平的在校大学生，二者比例分别

为56.01%和51.38%，相差4.63个百分点。

对高校毕业生而言，不同性别的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同生源

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家庭经济状况的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差异显著。在高校

毕业生中，女生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为44.00%，比男生的41.10%高出2.9个百分点。

不同生源地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非西部省份生源的比例

为55.49%，显著高于西部省份生源的30.33%。从“双一流”高校到非“双一流”本科高校，再到高职

高专，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分别为41.90%、41.70%和44.15%，三种类型高校毕业

生的就业地域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性。该数据似乎并未显示出“双一流”本科高校的优势，主要

原因是未对详细地域进行对比分析。非人文社科类专业毕业生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为

45.99%，高出人文社科类专业高校毕业生11.06个百分点。家庭经济水平在当地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

高校毕业生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为43.81%，高于家庭经济水平在平均水平及以上的

高校毕业生4.39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自家庭经济水平较差的高校毕业生，有着到“北上

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以赚取更多收入的强烈诉求。

（四）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单位选择

就业单位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职业收入、职业声望和职业发展空间，是就业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

素。在校大学生期望去往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情况和高校毕

业生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建档立卡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期望仍然具有很强的体

制内单位偏好，高达72.98%的在校大学生期望毕业后去往体制内单位就业。女生、西部省份生源、非

“双一流”本科和高职高专、人文社科类专业和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在校大学生期

望去往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更高。这说明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较弱的在校大学生的风险偏好更低，更

期望获得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且不同性别、生源地和专业类别的在校大学生在体制内单位偏好上的差异

还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高校毕业生实际就业情况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制内单位的偏好和落实情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

距，只有33.67%的高校毕业生实现了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男、女高校毕业生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相

差不大，但不同生源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家庭经济状况的高校毕业生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情况差

异显著。西部省份生源的高校毕业生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为45.64%，表明有将近一半高校毕业生

在体制内单位工作。这可能与西部生源地学生更多回到家乡体制内单位就业有关。分学校类型看，从高

职高专、非“双一流”本科高校到“双一流”高校，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逐步提高，“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超过40%，比高职高专毕业生高出14.14个百分点。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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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生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比例为41.91%，比非人文社科类专业毕业生的30.25%高出11.66个百

分点。从家庭经济状况看，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当地平均水平及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更

高，为43.60%，比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的高校毕业生的30.61%高出12.99个百分点。

四、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与就业回报的关系

结合建档立卡贫困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的教育投入和（期望）就业回报的基本状况的详细分

析，本部分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重点分析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家庭投

入与期望就业回报和实际就业回报之间的关系。

（一）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

在分析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时，通常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子女数、家庭经济状况和地域等

因素。

第一，家庭教育投入上存在资源稀释效应。所谓资源稀释效应，是指家庭子女数越多，家庭内部各

种资源可分配给每个子女的就越少的现象［6］。在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投入方面，存在明显

的资源稀释效应，上文的研究结论“家庭内同时有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导致家庭对个体的平均教育投入

相对较低”就是资源稀释效应的另一种表达。表1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亲兄弟姐妹的数量越

多，家庭对其所做的教育投入就越少，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家庭投入降低2.35%。

表1  上一学年花费中家庭教育投入情况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家庭教育投入

（对数）

家庭教育投入

（对数）

家庭教育投入

（对数）

亲兄弟姐妹数 -0.0231*** -0.0235*** -0.0235***

（0.008） （0.008） （0.008）

家里有其他人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 -0.0170 -0.0233 -0.0224

（0.018） （0.018） （0.018）

平常在一起生活的家人数 0.0142** 0.0141** 0.0139**

（0.006） （0.006） （0.006）

家庭经济状况在平均水平及以上 -0.0321 -0.0266 -0.0257

（0.020） （0.020） （0.020）

西部省份 0.0183 0.0226 0.0218

（0.017） （0.017） （0.017）

男生 -0.0226 -0.0177 -0.0172

（0.015） （0.016） （0.016）

年龄 0.0062 0.0031 0.0033

（0.005） （0.005） （0.005）

汉族 0.0480** 0.0561*** 0.0558***

（0.019） （0.020）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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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 X √ √

学校类型 X √ √

学历层次 X √ √

专业类型 X √ √

父亲学历 X X √

母亲学历 X X √

常数项 9.4760*** 9.4805*** 9.4813***

（0.114） （0.115） （0.115）

样本数 3，993 3，993 3，993

R2 0.005 0.013 0.014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注：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上表的回归中依次加入了不同变量，可以发现三个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在显著性

和方向上是一致的，表明回归结果比较稳健。

第二，更多的家庭成员和更高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教育投入。表1的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在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投入上，不仅存在资源稀释效应，还存在资源集聚效应，即更

多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会显著增加家庭对大学生的教育投入。具体来说，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家庭教

育投入增加1.39%。这种影响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家庭成员越多，可以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的劳动力

也越多，因此家庭在进行教育投入时会面临相对小一些的资金约束。

第三，西部省份与非西部省份家庭教育投入没有显著差异。与非西部省份相比，西部省份家庭教育

投入更高，但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来讲，西部省份家庭经济状况普遍弱于非西部省份家

庭，因而在教育投入上可能不如东部和中部家庭。但西部省份和非西部省份相比，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

表明在教育投入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相比于非西部省份，西部省

份贫困生家庭由于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帮助子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因此对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有更高的期望，因此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可能与不同区域生源

的特点有关。相关研究表明，来自弱势家庭的个体在和权威人物进行交往获取资源方面显著弱于优势家

庭背景的个体［7-8］，相比于非西部省份的贫困大学生，西部省份生源的贫困大学生可能在通过勤工助

学、兼职等方式获取收入补贴自己支出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教育支出方面更多依赖家庭的教育

投入。

（二）建档立卡贫困在校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回报

在关于大学生就业回报的分析中，经常考虑的回报因素包括期望起薪、就业地的选择和单位类型的

选择。对于就业地的选择，以大学生是否期望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虚拟变量代理；对单

位类型的选择，以大学生毕业后是否希望去往体制内单位就业的虚拟变量代理。

第一，教育投入越多，大学生对起薪和就业地的期望越高，而对稳定的体制内工作的期望会降低。

表2有关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教育投入和期望就业回报的分析显示，教育投入越多，大学生的期望起薪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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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期望去“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概率也越高，但期望去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概率越低。具体

来看，上一学年花费增加1%，期望起薪会显著增加3.34%，希望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

概率增加约5.08%，希望去往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概率降低5.24%。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总体

上看，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而言，自身和家庭增加教育投入的主要动因在于期望能获得社会经济地位

的改变，较高的工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最直接体现，而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虽不是直接的

现金回报，但大城市和省会城市通常也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对于去体制内单位就

业，在现行体制下，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并不具有优势，因此也会根据自身情况调低相应期望。

表2  教育投入与在校大学生期望就业回报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期望起薪

（对数）

希望去“北上广深”

和省会城市

希望去

体制内单位

一半及以上收入

给家里

上一学年花费（对数） 0.0334*** 0.0508*** -0.0524*** -0.0213**

（0.012） （0.016） （0.015） （0.011）

上大学前有留守经历 0.0119 0.0130 -0.0256 0.0040

（0.013） （0.018） （0.016） （0.011）

上大学前有流动经历 0.1016*** 0.0955** -0.0237 -0.0247

（0.029） （0.038） （0.035） （0.025）

西部省份 -0.0661*** -0.1785*** 0.0700*** -0.0036

（0.013） （0.017） （0.016） （0.011）

本科及以上学历 0.1783*** 0.0698 0.0060 -0.0209

（0.035） （0.046） （0.042） （0.030）

学校类型（基底：高职高专）

“双一流”高校 0.1704*** 0.0513 -0.0491 -0.0023

（0.039） （0.050） （0.046） （0.033）

非“双一流”本科高校 -0.0292 -0.0246 -0.0325 0.0082

（0.036） （0.047） （0.043） （0.031）

人文社科类专业 -0.0349*** -0.0324* 0.0102 -0.0157

（0.014） （0.018） （0.016） （0.012）

其他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民族、是否党员、是否有实习经历、与同学家庭经济状况 

相比较、父母学历

常数项 8.0506*** 0.0523 1.0243*** 1.2846***

（0.145） （0.193） （0.174） （0.125）

观察值 3，938 3，993 3，993 3，725

R2 0.111 0.048 0.029 0.019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注：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期望起薪，采用 OLS 回归，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结果表明回归结果稳健，为节约

篇幅，上表只显示了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对期望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工作、期望去往体制内工作和

计划将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回归，采用 Logit 和 OLS 回归，两种回归方式的变量显著性和方向一致，表明结果

是稳健的，为了便于解释，上表中显示的是 OLS 回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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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青少年期是否有留守经历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期望就业回报没有显著影响。表2的回归

结果显示，与上大学前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相比，上大学前有留守经历的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期望起

薪和去往“北上广深”及省会城市就业的期望更高，但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上大学前有留守经

历的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相比，到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期望更低，但这种差异同样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留守经历本身并没有给大学生带来更多关于收入和就业去向和就

业单位等方面的相关认知，因此对其期望就业回报也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与上大学前无流动经历的大学生相比，上大学前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对起薪和就业地的期

望更高，但二者对去往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期望没有显著差异。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相比于上大学前没

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而言，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对起薪的期望高出10.16个百分点，期望去往“北上广

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概率高出9.55个百分点。比较而言，有过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去往体制内单位就业

的概率更低，但这种差距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对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而

言，小时候随父母进城的经历，让他们较早地对城市生活有了相对清晰的认知，也更适应城市的生活，

城乡生活的双重经历，让他们对城乡之间物质生活上的差距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让他们对通过提高收

入改善物质生活和留在城市生活也有了更高的期望。对于去往体制内单位工作，城市的生活经历客观上

既不能为他们进入体制内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降低其进入体制内工作的难度，也不能让他们对体制内

工作有更多的认同，提高其对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期望，因此影响并不显著。

第四，生源地和大学生人力资本变量对其预期就业回报有影响。在上述分析的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

家庭教育的经济投入和父母情感投入之外，大学生的生源地和人力资本变量，包括学历层次、学校类型

和专业类别对其预期就业回报也有影响。就生源地而言，相比于非西部省份的生源，西部省份生源对起

薪及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工作的期望显著更低，而对去往体制内工作的期望更高。这说明在期

望就业回报的偏好上，西部省份生源更希望获得体制内稳定的工作。从学历层次看，相比于高职高专，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在校大学生对起薪的期望更高，但在就业地域、就业单位类型上的比例与高职高

专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从学校类型看，“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对起薪的期望显著高于高职高专大学生，

非“双一流”本科高校大学生的期望起薪与高职高专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在去

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及体制内单位工作方面的期望没有显著差异；从专业类型看，与非人文社科

类专业大学生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大学生的期望起薪和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期望更

低，二者在去往体制内单位工作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第五，教育投入越高，计划毕业后将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越低。表2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

示，在校大学生计划将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受到教育投入的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教育投入越高，计划将自己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越低。说明从家庭回报来说，更多的教育

投入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回报。背后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性，一方面可能是投入多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家

庭客观上不需要学生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可能是投入多的家庭经济上并没有优势，只是通过教育改变

社会经济地位的动机更强，因此投入更多，但学生个体对自己将来能否获得好的收入并没有十足的信

心，因此表示愿意将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较低。此处的原因尚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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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档立卡贫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回报

利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高校毕业生的数据，分析其家庭教育投入与实际就业回报之间的关系。在

因变量上，本部分依然关心高校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就业地和就业单位类型。

第一，大学最后一年教育投入与高校毕业生去往体制内工作之间有显著负向关系。表3显示的是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高校毕业生读大学期间最后一年的支出与其就业回报之间的关系。大学最后一年的支

出与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和在“北上广深”及省会城市工作没有显著关系，但与高校毕业生在体制内

单位工作具有显著负向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家

庭的教育投入对其起薪和去往“北上广深”及大城市的就业回报没有影响。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在模

型中只能以大学最后一年的支出作为毕业生教育投入的代理变量，但家庭教育支出对其发生的影响，可

能在各个学段之间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只是在大学阶段的相对重要性更低而已。已有研究表明，就学

业成绩而言，随着个体进入青春期，同伴因素的影响会逐渐扩大，而家庭因素的影响在个体进入大学之

前就几乎都消失了［9］。因此，对于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而言，其家庭教育投入对其起薪和就业地的影

响，可能主要存在于其上大学之前。对于最后一年投入与去往体制内工作之间的关系，只能解释为相关

关系，而不能解释为最后一年的投入对去往体制内工作有负向影响，除了前述原因之外，高校毕业生最

后一年的投入可能会因不同的就业期望而存在自选择的问题。

第二，与上大学前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平均月薪和在“北上广深”及省

会就业的比例更高，但二者在体制内工作的状况无显著差异。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与上大学前没有留

守经历的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平均月薪高出11.47%，在“北上广深”和省

会城市工作的概率高出8.91%，但二者在体制内工作的情况并没有显著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就

此得出结论，认为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就业回报有正向影响。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对其

学业成绩和心理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教育本身就具有筛选功能，能够有机会进入大学的留守儿童，

都是在教育过程中经过筛选的留守儿童群体中的佼佼者，因此不考虑读大学之前的筛选状况而单独考虑

其就业回报，有可能不能全面反映留守经历对其就业回报的影响。在体制内单位就业方面，有留守经历

和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与有留守经历和无留守经历的在校大学生在期望去往

体制内就业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一样，即留守经历本身并没有给大学生带来更多有关就业单位等方面的相

关认知，因此对其也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上大学前有流动经历和无流动经历的大学生的就业回报没有显著差异。有关流动儿童的研究

表明，流动经历对其学业成绩和心理发展存在负面影响。与没有流动经历的儿童相比，有流动经历的儿

童通常在学业表现和心理表现方面较差，他们能够进入到普通高中和普通大学的比例也更低，而进入到

中职、技校和高职高专的比例较高［10］。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与没有流动经历的学生相比，有流动经

历的大学生的就业回报没有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进入大学的流动儿童同样是经过筛选的流动儿

童中的佼佼者，因此其在就业回报方面的表现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对于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与无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就业回报无差异的解释，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和

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起薪和就业地域方面有显著差异的解释是相似的，都是教育本身的筛选作用。之

所以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和无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在就业回报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可能是教育对有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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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大学生具有更强的筛选作用，而对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的筛选作用较弱。

第四，生源地和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因素会影响其就业回报。就生源地来看，与非西部省份生源的高

校毕业生相比，西部省份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和去往“北上广深”及省会城市就业的比例更低，

而去往体制内工作的比例更高。从学历层次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显著高于专科

生。在“北上广深”和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情况方面，不同学历层次的高校毕业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学校类型方面，“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和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概率显著高于高职高专毕业

生，但二者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的就业情况没有显著差异。非“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平均月

薪、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及体制内单位就业方面，与高职高专毕业生相比都没有显著差异。专业

方面，与非人文社科类专业的高校毕业生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北上广深”就业的比

例更低，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比例更高，但二者在平均月薪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第五，教育投入越高，将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越低。表3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对高校毕

业生而言，大学最后一年的教育投入越多，毕业后实际将自己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的比例越低。这说

明增加教育投入并不能为家庭带来经济回报。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教育投入高的家庭经济基础较

好，不需要毕业生更多的经济支持，一方面也可能是投入高的家庭只是通过教育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动

机较强，但实际学生的毕业去向和收入并不理想，迫于生活压力而无法将更多收入给家里。

表3  教育投入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回报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平均月薪（对数）
在“北上广深”及

省会城市
在体制内单位 将一半及以上收入给家里

大学最后一年支出

（对数）
0.0138 0.0131 -0.0434* -0.4460***

（0.031） （0.025） （0.024） （0.117）

上大学前有留守经历 0.1147*** 0.0891*** -0.0164 0.1484

（0.039） （0.033） （0.031） （0.147）

上大学前有流动经历 -0.0005 -0.0080 0.0087 0.2455

（0.092） （0.074） （0.071） （0.332）

西部省份 -0.1384*** -0.2113*** 0.2576*** 0.0297

（0.037） （0.029） （0.028） （0.030）

本科及以上学历 0.2752*** 0.0276 -0.0226 0.0715

（0.078） （0.063） （0.060） （0.065）

学校类型（基底：高职高专）

“双一流”高校 0.1639* -0.0567 0.1672** -0.0240

（0.086） （0.068） （0.066） （0.070）

非“双一流”本科高校 -0.0307 -0.0482 0.1019 -0.0973

（0.080） （0.065） （0.062）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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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专业 -0.0006 -0.0572* 0.0761*** 0.0354

（0.037） （0.030） （0.029） （0.031）

其他控制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实习经历、父母学历、家庭经济状况、求职努力程度、求职花费

常数项 7.1908*** 0.4965 0.2908 1.5192***

（0.473） （0.380） （0.367） （0.393）

观察值 994 1，291 1，291 1，291

R2 0.186 0.072 0.119 0.06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注：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平均月薪，采用 OLS 回归，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结果表明回归结果稳健，为节约

篇幅，上表只显示了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对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工作、在体制内单位工作和将一半及

以上收入给家里的回归，采用 Logit 和 OLS 回归，两种回归方式的变量显著性和方向一致，表明结果是稳健的，为

了便于解释，上表中显示的是 OLS 回归的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通过描述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建档

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就业回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并且基于相关研究结

论，就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和就业帮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就业回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主要结论

第一，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主要表现为重经济投入，轻情感投入。不论是高校毕业生还

是在校大学生，在读大学前有过留守经历的比例都比较高，可以看出在其成长过程中多数存在父母陪伴

缺失的问题。从经济投入看，不论在校大学生还是高校毕业生，其上一学年和最后一学年的支出中，家

庭来源的资金都占比70%左右，而且比较高校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的数据，家庭绝对支出的数额还一定

程度上呈现上升趋势。还需重视的是，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投入存在性别偏好，对女生的投

入低于男生。

父母对子女情感投入不足的问题，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已多有讨论。对于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家庭

对其教育经济投入的差异，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是家庭教育投入上存在资源稀释效应，兄弟姐妹

越多，家庭中同时上大学的人越多，则家庭投入越低。可见，当家庭经济水平一定时，上大学的人数增

加必然会导致家庭对个体的经济投入被分散。其次是家庭的人力资本能力。这里的人力资本是指家庭的

劳动力数量，当同时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越多时，通常也意味着有更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的劳动力，

而这会带来资源的集聚效应，使得家庭对个体的教育投入增加。再次是教育投入上的区域差异。与东部

地区相比，中西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这也反映出中西部家庭对子女通过教

育改变自身阶层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有更高的期望。

第二，期望就业回报和实际就业回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不论是在校大学生的期望收入还是高校毕

业生的实际收入，或者是期望就业地域和实际就业地域，还是期望就业单位类型和实际就业单位类型之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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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都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期望去往体制内单位工作的比例和毕业生实际在体制内单位工

作的比例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具体来看，区分不同性别、生源地、学校类型、专业类别和家庭经济状

况，在对收入、就业地和就业单位类型的期望和实际落实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反映出建档立卡贫困

大学生在对就业回报的期望和实际落实情况方面的异质性。

第三，教育投入对期望就业回报影响显著。就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家庭教育投入与就业回报之间的

关系来看，教育投入对在校大学生期望就业回报有显著影响，教育投入越多，对月薪和去往“北上广

深”和省会城市就业的期望越高，但对去体制内单位工作的期望越低。从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就业情况来

看，大学最后一年的教育投入对其实际收入和去往“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就业没有显著影响，与去往

体制内单位就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教育投入对期望就业回报影响显著的可能原因，大概是在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特别是中西部省份贫困家庭看来，投资于教育依然是其改变社会经济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

动的主要通道，因此不管是从期望起薪、就业地选择还是就业单位选择来看，教育投入都有显著影响。

在家庭经济投入之外，父母的情感投入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回报也有显著影响。上大学前有流

动经历的大学生比无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对起薪和去往“北上广深”及省会城市就业有更高的期望，上大

学前有留守经历的比无留守经历的在工资收入和在“北上广深”及大城市就业的比例更高。

第四，增加教育投入并不能增加家庭的教育回报。不管是对在校大学生还是高校毕业生的数据分析

都发现，更多的教育投入都不能使更多的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将一半及以上的收入给家里。

（二）关于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教育投入与就业回报的政策建议

1. 创造条件激励家长增加对子女的情感投入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环节。1964年美国《科尔曼报告》就指出，影响个体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

学校，而是家庭。家庭教育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本次调查显示，有

相当一部分建档立卡的贫困大学生，在读大学前曾有过留守的经历。在青少年期，家长陪伴的缺失对青

少年的学业和心理发展都有诸多的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这些影响的累积也极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就

业回报。因此，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投入，首先应该从家庭开始，强化家长对子女教育的认

知，促进家长在经济投入之外，更多的给予子女心理层面的关注。

2. 继续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的资助

在高等教育学段，我国历来重视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工作，建立了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

学金、三助岗位（助教、助研、助管）和绿色通道在内的多元资助体系，对贫困大学生和品学兼优的大

学生进行资助。但从建档立卡贫困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的反馈来看，求学期间的支出对其家庭来说

仍然负担很重。因此，应当对当前有关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制度进行细致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制

定覆盖面更广、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贫困大学生资助制度，切实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

3. 加强就业指导，形成合理的就业期望

从建档立卡贫困在校大学生对就业回报的期望和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回报看，二者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距，特别是西部省份生源的大学生，相比于东部和中部省份生源大学生，其家庭教育投入动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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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就业回报的期望更高，但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回报却不尽如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建档立卡贫

困大学生对就业回报的期望存在非理性的成分，因而导致期望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对大学生个人

而言，这容易造成他们的挫败感；对社会而言，期望就业回报和实际就业回报之间的差距过大，容易造

成大学生对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因此，应该在大学生就业指导环节，加强其对从事不同类型职业所需

基本条件、收入水平等方面的认知，帮助他们形成合理的就业回报期望，进而理性制订生涯规划。

4. 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开展精准扶贫

不管是教育投入方面，还是对就业回报的期望和实际就业回报方面，不同特点的大学生之间都存在

异质性，因此在设计具体的帮扶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大学生各自特点，开展精准扶贫。在教育投入方

面，应重点增加对多子女家庭大学生的帮扶力度，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同时，应该对非西部省份生源

的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在就业帮扶方面，应结合不同生

源地、学历层次、学校类型和专业类型大学生的不同期望就业回报，进行针对性的就业辅导。特别是对

西部省份生源的建档立卡贫困的大学生，由于其家庭缺乏必要的资源，在帮助其就业方面并不能提供足

够的帮助，因此应该适当加强对他们的就业帮扶和照顾，以降低他们的教育投入，减小期望就业回报和

实际就业回报之间的落差，保证他们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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